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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中的对位

———是 “中国古典学”还是 “经学诠释学”

姜 　 哲

“中国古典学”之源起及其未竟的比较视域

　 　 随着 “国学热”的降温及 “国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下尴尬处境的显现，取而代之的是在大陆各高校创设

“中国古典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的学科倡议与建制诉求。然而，其究竟是一门创新性、综合性
学科的诞生或重建，还是只为失温的 “国学”谋得一本看上去名正言顺的 “户口”？① 无论何种情况，当下的

“中国古典学”其所亟需的并非各种宏大规划与空泛承诺，而是一批批扎实厚重且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其实，在 “国学热”兴起的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世界古代史学者林志纯 （日知）就已经提出了 “中西古典

学”的构想，只是这一古典历史比较的主张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② 时至 ２０００年，古文字学者裘锡圭
又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开始呼吁 “重建”中国古典学。其于一次访谈中还曾特别强调 “不能把 ‘重建’误会

成 ‘建立’”，因为 “古典研究从孔子跟他的学生就开始了”。后来，“宋人对古典学有一次重建”，只是 “力

度比较小”。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古史辨’派否定很多传统的东西，也是一种重建”。③ 然而，这一 “重建中

国古典学”的呼吁同样应声寥落。既然通过出土文献、古文字学及相关学科对中国上古文献的研究一直在进

行，所谓 “重建”究竟有何深意？以西方 “古典学”名之又有何必要？其实，类似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当下

“中国古典学”的倡议与建设。

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 ２０２４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 （北京）将本次中国古典学的建设呼声推向高

潮之时，我们却仍未得见真正从全球性的比较视域来观照中国古典学的学科构想与个案研究。这批呼吁者中

既有一直从事 “国学”或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者，也有自认为长期钻研西方古典学之士。两类学源极为不同

的学者在 “援引西方大学 ‘古典学’的概念来论证中国国学的合法性”时，却表现得高度一致：“‘在世界一

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剑桥、牛津等，都设立了古典学系’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那么

为什么 ‘国学’就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成立于中国现行学科体系呢？”④ 对于这一早已 “过期”的西方古

典学故事，张瀚墨在 《新世纪国学与古典学关系的反思》中指出：“事实上，古典教育虽然曾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在西方中、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自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

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持续萎缩退步的状态。其方法或许过去在人文科学的教学科研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但

今天恐怕已不再是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 ‘指导和根基’了。”⑤

这一釜底抽薪式的反驳不可谓不有力，但其所依循的仍然是 “中国古典学”汲汲于预设学科建制以解决

其 “上户口难”的问题。如若将其对位于一种较为单纯的学术目的，那么以西方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反向命名中国的 “国学”或传统学术，其间的文化身份解构与理论挑战是不言自明且意义重大的。因此，以

西方古典学为参照，中国古典学在学理上的成立与否其实无关乎古典学在西方的兴衰。

况且，在研究实践的层面上，美国本土学者、汉学家韩大伟也早已进行了类似的学术尝试。２０１２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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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瀚墨：《新世纪国学与古典学关系的反思》，《国学学刊》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
参见林志纯 （日知）：《论中西古典学》，《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３年第 １０期；《再论中西古典学》，《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６年第 ４期；
《中西古典学引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裘锡圭、戴燕：《古典学的重建》，《书城》２０１５年 ９月号。

⑤　 张瀚墨：《新世纪国学与古典学关系的反思》，《国学学刊》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



错位中的对位

在中国出版了以汉语书写的 《西方经学史概论》一书。表面上与 “中国古典学”的称谓正好相反，但在学理

逻辑上却十分暗合，韩大伟以 “经学”这一异质文化中的学术术语为自身文化中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命名。然而，这并非仅给 “西方古典学”上了个中国户口那么简单，韩大伟毕竟 “漫然烘托”地 “比较了荷

马与孔子 （第 ２章第 １节）、西方经学过渡时期与中国南北朝至元 （第 ４章）、沃尔夫与朱熹 （第 ５章）、斯
卡利杰尔与郑玄 （第 ５章）、维拉莫威兹与戴震 （第 ６章）等”。① 因此，该书的研究理路与视域转换，理应
给予当下 “中国古典学”的提倡者以重要的学术启示，并使之深入思考其中所内蕴的诸种问题进而反哺 “中

国古典学”。

在 《西方经学史概论》的 “前言”中，韩大伟明确指出：

本书凡称 “古典学”或 “古典文学”时均泛指古代希腊、罗马文学。“经学”一词指古典文学之文献学研

究，研究其整理、校勘、传承。经学史则明示发明、利用、师承此等研究方法。②

但是，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在 《经学史论》中却给 “经学”下了一个与韩大伟极为不同的定义：“所谓经学？

不是今日文学和哲学一类的名词，而是研究 ‘四书五经’的圣贤之道。其中道理，要不外人生的目的，和理

想如何罢了。进一步说，经学是将今日的学问，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冶作一炉，这样可称

作广义的人生教育学。”③ 而 《新编不列颠百科全书》（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ｄｉａ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对 “古典学”的界

定，则至少在研究范围上与本田成之相仿： “古典学涵盖了古希腊罗马方方面面 （ｉｎ ａｌｌ ｉｔ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的研
究。……１９世纪时期的德国人发展出 ‘古代科学’（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概念，用以强调古代世界研究所
包含的诸学科之整体性。”④

由此可见，韩大伟对 “中国经学”的理解反而更加接近于普法伊费尔的较为狭义的 “西方古典学”观

念。后者在其 《古典学的历史》一书之开篇，即言道：“‘学术’（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是理解、解释和恢复文学传统
的技艺。作为一门独立的智识学科，其起源于公元前 ３世纪诗人们努力保护和利用他们的文学遗产，即 ‘古

典著作’（ｃｌａｓｓｉｃｓ）。因此，学术实际上是作为 ‘古典’（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学术而兴起的。”⑤ 在为桑兹 （Ｊｏｈｎ Ｅｄｗｉｎ
Ｓａｎｄｙｓ）古典学著作中译本所撰写的 “导读”中，张强认为：“普法伊费尔所言的 ‘诗人们’当指希腊化时

代亚历山大城学馆的驻馆学者。其时，驻馆学者往往身兼数职，他们的 ‘艰难尝试’不仅仅限于搜集史诗、

抒情诗、戏剧、历史、哲学与科学等古典著作的写本，不仅仅 ‘利用他们的文学遗产’从事诗歌创作，更以

校勘、注疏与编目为要务。发端于泽诺多托斯、卡利马克斯与埃拉托斯特奈斯的 ‘解读与还原文学传统之

术’，至阿里斯多法奈斯的校勘实践而成一宗，经中世、近代的传播与发展已为专门之学。”⑥ 因此，其指出

这一专门之学 “或可与中文语境中的 ‘古典文献学’相比对”。⑦ 然而，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秀三却认为：

“以近代古典文献学的立场与方法所做的研究，严密地讲，并非是经学研究。”⑧ 在其看来，韩大伟所谓的

“经学”应该是 “经学之学”，“因为经学乃以六艺作为绝对真理而展开的学问，即这门学问的前提是以经书

作为圣书来信奉的”。⑨

“比较古典学”视域下的 “经学诠释学”

笔者绝非站在 “原教旨主义”（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立场以审视韩大伟的 “古典学”与 “经学”观念，只

是必须澄明在中西文化的互释中由其受限的 “前理解”所形成的一系列辗转错位的补替 （ｓｕｐｐｌéｍｅｎｔ）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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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卷上册，张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６页。

⑨　 池田秀三撰：《经学在中国思想里的意义》，石立善译，《中国经学》２０１４年第 １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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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伟以较为狭义的 “古典学”或 “古典文献学”观念替换了 “经学”，又因 “经学”占据了 “古典学”之

位，便将后者降黜为 “泛指古代希腊、罗马文学”，而 “文学”即便是 “泛指”也只是广义的 “西方古典

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已。同样，“中国经学”中的 《五经》、“六经”或 《十三经》亦非泛指 “古典文学”

或一般意义上的 “古典著作”，其研究方法也绝非 “文献学”一途。

实际上，“经学”与 “古典学”的诸种错位在西方学界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其长久以

来大都以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来翻译和指称 《五经》、“六经”或 《十三经》。① 较近的一次 “误会”即发生在 ２０２２年
１月 １９日，著名古典学家格兰·莫斯特 （Ｇｌｅｎｎ Ｗ Ｍｏｓｔ）在中国人民大学 “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做

了名为 《从雅典到中国再回到雅典：一个西方古希腊学习者眼中的中国古典传统》的学术报告。其在报告中

对中国和希腊古典传统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了归纳，在谈到差异性时其指出：“中国古典文本形成明确、有

限的著作群；而古希腊的经典是广泛的、模糊的、不断变化的。”② 显然，莫斯特所谓的 “中国古典文本”指

的正是 《五经》、“六经”或 《十三经》。但若以 “古典学”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观之，则先秦两汉的所有传世文献

与出土文献均属于 “古典著作”，所以其同样是 “广泛的、模糊的、不断变化的”。而若以 《五经》、“六经”

或 《十三经》反观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则其中只有两部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 《奥德赛》可与之相提并论，

其不仅同为 “明确、有限的著作群”，而且亦非现下所谓的 “文学经典”。借用本田成之与池田秀三的话，

“荷马史诗”在古希腊社会是 “广义的人生教育学”所使用的 “圣书”，其真理性与神圣性远超其他 “古典著

作”。若再递进一步言之，则 “荷马史诗”与 《五经》、“六经”或 《十三经》应为西方中世纪释经学意义上

的 “正典”（Ｃａｎｏｎｓ），其必然是 “明确”且 “有限”的。

请注意：异质文化在觌面相对之时，一方面，各种形式的 “错位”与 “误读”不仅在所难免，而且

还可能是催生新意的功能性机制。但另一方面，“错位”与 “误读”也是造成觌面而不见的障碍性因素；

因此，在无法规避的 “错位”之中寻求更好的 “对位”，也许是异质文化之间深层互释与绮错相通的前提

条件。“国学”固然可以笼统地对位于 “古典学”，但以 《五经》、“六经”或 《十三经》作为绝对真理之

展开的 “经学”则显然应该对位于西方中世纪的 “释经学”，尽管二者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差异

与错位。

在异质文化的 “错位”之中寻求更好的 “对位”，甚至是生产性的 “互释”，其必须仰赖于某种具有后设

语言性质的 （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ａｌ）“比较之第三元”（ｔｅｒｔｉｕｍ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ｓ）。③ 就笔者自身而言，这一可资绮错相生的

“第三元”就是 “西方现代诠释学”，其主要包括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诠释学”、伽达默尔的 “哲学诠释学”

以及利科、福柯、德里达等学者对于诠释学的反思甚至反对。因此，相较于 “中国古典学”的宏大叙事与汗

漫无际，笔者更青睐于具体而微的 “经学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ｏｆ Ｊｉｎｇ Ｘｕｅ），尤其是后者对于 “比较古典

学”（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比较经学”（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Ｊｉｎｇ Ｘｕｅ）和 “比较诠释学”（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的自觉。④ 必须强调的是，此处的 “比较”一词不能仅从字面上加以理解，即便将其作为一种

普泛的研究方法亦不甚可取，因为人文学科领域中的 “比较研究”理应在对观与反观之中解构语言、国别和

文化的诸种囿限，进而成为意义增殖的建构性空间或场域。

所以，“经学诠释学”作为一种内在的比较研究，其并非 “中国经学”与 “西方诠释学”的简单嫁

接，更非改个 “洋名”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抬高身价。“经学诠释学”是借助西方现代诠释学的相关概

念、命题和思想对中国传统经学所进行的后设性研究，其亦因之而形成了双重互摄的比较视域与研究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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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关于 “经”的英译问题，可参见郭西安：《变位与参鉴：“经”的当代英译及其跨语际协商》，《文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格兰·莫斯特：《从雅典到中国再回到雅典：一个西方古希腊学习者眼中的中国古典传统》，２０２２０１２１，ｈｔｔｐｓ牶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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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乃乔：《序：从中国古典学到比较古典学———论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交集》，杨乃乔主编，曹洪洋、李丽琴副主

编：《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６年，第 １ ３７页。



错位中的对位

西方现代诠释学建基于对其自身的古典学和释经学的反思与超越之上，因此，“语文学诠释学”（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与 “释经学诠释学”（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亦被其视作两种主要的古典诠释学形态，二者
既有互摄亦有错位。同样，经学就其形态而言也是一种与之相类似的古典诠释学，在其对 《五经》、“六经”

或 《十三经》的 “故”“训”“传”“笺”“注疏”中沉淀着丰沛的诠释学经验与自觉的诠释学思想。因之现

代诠释学的后设性视域，经学与西方古典学和释经学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地汇通于互文性的学术平台之上。与

此同时，中国经学又是一种异质文化中的古典诠释学，其与西方现代诠释学之间不仅仅是局部诠释学与普遍

诠释学之间的关系。经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及其在当下中国文化中重获行止规范之位

阶的潜能，既可以因其局部的特殊性而质疑西方现代诠释学的普遍性，亦必将后者的自反性洞见转化和融摄

为自身的诠释工具 （ｏｒｇａｎｏｎ）。①

因此，若以 “经学诠释学”所涵泳的 “比较古典学”“比较经学”和 “比较诠释学”观之，相较于从语

言、研究范围等方面将其重建的 “中国古典学”与 “西方古典学”进行表面比照，裘锡圭也许并未自觉地意

识到，其对前者之开端的追认及两次重建的历史叙事，既事实性地交错着国学与经学，又潜在性地内含着西

方古典学与释经学。

在西方古典学与诠释学的历史中，寻求一位可与 “孔子”地位相当的人物，恐非 “希腊之教诲者”（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Ｈｅｌｌａｓ）“荷马”（Ｈｏｍｅｒ）莫属。② 而这位 “教诲者”需呼唤缪斯女神方能赋诗言志，亦可谓好西

方之古的 “述而不作”之师。因此，西方古典学和诠释学的史前史大都以 “荷马史诗”的创编、流传与解释

为开端。至于宋人的古典学重建，亦被胡适称作 “中国的文艺复兴”③，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以 “辨伪

复古”为帜摆落汉唐注疏，实开经学诠释的 “变古之风”。同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如瓦拉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ａｌｌａ）、伊拉斯谟 （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ｕｓ Ｅｒａｓｍｕｓ）等人，也欲通过小学考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来解构中世纪
的 “教会圣统”（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以 “恢复”其信仰之原初性。裘锡圭称宋人的古典学重建 “力度比较

小”，可能系因其未脱经学之轨范，而瓦拉、伊拉斯谟也未尝不可作如是之观。循此，则 “古史辨”的核心

人物顾颉刚亦不妨被视为 “中国的沃尔夫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Ｗｏｌｆ）”，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既超脱了各自的经
学传统，又受到其经学传统内部一位学者及其著作的深刻影响。前者可追溯至清代经学家、考据学先驱阎若

璩的 《尚书古文疏证》，后者则为德国现代释经学与校勘学之父艾希霍恩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及其
《旧约导论》（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ａｓ Ａｌｔｅ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在 “经学诠释学”的双重比较视域之下，经学与西方古典学和释经学之间的差择与共置，就不再是 “漫

然烘托”的并陈和 “归纳异同”的对比，而是要在错位的纠葛中抽丝剥茧其可相链接的互文性脉络。进而，

通过解构性的互文与互文性的解构，“经学”与 “国学”始不再栖寄于自我神秘化的独特性想象之上，“古典

学”与 “释经学”亦可涤除文化中心论所导致的傲慢与偏见。即便是作为后设语言的 “诠释学”，其普遍性

也要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不断承受来自诠释实践的检验与质疑。总之，只有在中西学术文化的 “宫墙可窥”

之后，其自身之瑕瑜方能如其所是地觌面而互见。④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史研究及释经文献整理”（２３＆ＺＤ２３６）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姜哲，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辽宁沈阳 １１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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